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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试图根据近年迻译过来的西文资料，从总体上还原 19 世纪末期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样貌。从西
方学者的记载来看，彼时的台湾岛除西台湾外，清政府的控制力还显得比较薄弱。在南台湾和东台湾地区，原住民
的族群关系仍然相当紧张。中部高山地区基本处于闭塞状态，原住民番社之间的猎头行为普遍，部落人口锐减。可
以说，原住民大多处于自我治理状态，其社会组织已有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每个村社都有头目，有些部落有年龄阶
层组织，并且不少地区形成了较强的部落联盟。在清治后期施行的“开山抚番”政策影响下，原住民与政府及汉人的
关系日趋紧张，大庄事件及加礼宛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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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1683 年正式领有台湾到 1895 年割让给日
本，清政府共统治台湾 212 年。清朝的统治使台湾
社会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汉人的数量大大超过
原住民，原住民族群逐渐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台湾
全岛首次得到全面开发，台湾步入农耕社会。然而，
对台湾的原住民族而言，清政府一直视其为“化外”
之民，民间甚至时有对其妖魔化的想象，因此清政府
主要采取“隔绝”的政策手段，建立以熟番、平埔番
为边界缓冲的“番”、“汉”互动机制，原住民社会并
未得到同步发展。只是到了清朝治理末期，也即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后，清政府才意识到，如果
继续在原住民治理的问题上意识模糊，那么其对台
湾的主权就将受到日美等列强的威胁。于是，清政
府在 1874 年 11 月与日本签订合约时明确议定，日
本放弃琅峤［1］，而中国政府对原住民的行为管束责
无旁贷。［2］166此后，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治理方转
为积极，并解禁内地汉人赴台入山开垦，推行“开山
抚番”政策，开放诸如台东这样的“后山”［3］禁区，从
而对原住民的族群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主要参考西方人的相关记载，试图勾勒出
19 世纪末期也即清政府统治台湾的最后数十年间，
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概貌。毕竟对于所谓“汉、
番”而言，西方人是第三者，相较于汉人记载的汉文
化中心主义及原住民族的无文字表达，西方人的记
述虽然简略，但相对客观一些。有些记载和分析甚
至比较科学，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此外，笔者实
地走访过台湾原住民聚居的大部分区域，因此在研
读文献时，难免会产生一种亲近感，文中的记述也似
乎逐渐变得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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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分布与人口估算
英国人史温侯(Ｒ． Swinhoe)1860 年代在台湾
踏查时，曾采集五个原住民部族的资料，这些文本对
当时原住民族的总体分布已有粗略的呈现。史温侯
踏查的五个部族包括:南方山区的傀儡番(今排湾
族)［4］，北方山区的奎辉族(今泰雅族，在桃园大溪
一带) ，东北山区的太鲁阁族，东北平原的噶马兰
族，以及新港(Sinkang)的平埔族。新港的平埔族跟
汉人已基本完全混合，噶马兰族也在迅速消逝之中。
至于第六个族群赤坎社(Sakkam) ，则已完全灭绝
了。［2］45
以上是史温侯所了解的当时台湾原住民部分村
社的大体分布情形。至于当时原住民族的总体人
口，爱沙尼亚人艾比斯(P． I． Ibis)有个估算可供参
考。他于 1874 年底至 1875 年 3 月在台湾考察，［2］45
估计当时全台湾的原住民约有 15 － 20 万人，汉人大
概 400 万人。［2］162
为了便于描述，本文将台湾分为五个区域: (1)
西台湾，约为今日之台南、嘉义、云林、彰化、台中、苗
栗、新竹各市县; (2)北台湾，约为今日台北、新北、
桃园、基隆、宜兰各市县; (3)南台湾，约为今日高
雄、屏东;(4)东台湾，约为今日花莲、台东;(5)中台
湾，约为今日南投县。金门、马祖和澎湖等离岛则不
包括在内。
1．西台湾
西台湾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区域，从陈第到荷兰
人、郑氏明军，活动的主要区域都在台湾西部，清朝
的台湾府治也设在西部的台南市。19 世纪末期，西
台湾主要被汉人占据，留居的原住民则大部分已汉
化为熟番或平埔番。当时，原住民按其开化程度由
高到低被分成熟番、平埔番、野蛮人(生番，包括低
山生番和高山生番)等。
根据美国探险家史蒂瑞(J． B． Steere)的估计，
在 1874 年，台湾府的汉人数量约在 4 万 － 8 万之
间。平埔番则被汉人驱逐到台湾府以东，山脚荒芜
贫瘠的山丘，人数在 6 － 8 千人之间。他测算，在全
岛各地，平埔番可能有两万五到三万人。［2］104
关于熟番，艾比斯到过的大社(Toa － sia，今台
中县神冈乡大社村)是熟番部落。他认为，熟番是
所有部落里智慧最高、最有文化的。村庄由以前的
部落领袖管理，但他们都已变成中国政府的官
员。［2］194马偕(G． L． Mackay)认为，新港社住有约
1，000 名熟番。［5］231
2．北台湾
北台湾的平埔番主要分布在噶玛兰平原。［5］195
但是按照史温侯的观察，噶玛兰的平埔番也在迅速
消逝中。1873 年，日人桦山资纪(后来成为日据台
湾的首任总督)曾踏查苏澳港，了解熟番情况，并与
生番有过接触。在他抵达苏澳港前约 30 天，当地生
番与熟番发生大战，互有伤亡。该地的生番、熟番彼
此仇视已久。当时南方澳的熟番有 30 户，共 100 人
左右。他们原本居住在花莲新城，因不堪忍受太鲁
阁番的袭扰，大约于 90 年前移居至南方澳西北约一
里处称为“猴猴”的高地，与南澳番交好。但不久
后，两者间又相互敌视，所以他们又移居苏澳庄的猴
猴平地。其后约在 70 年前，再移住南方澳。［6］52可
见，在当时的宜兰平原，生番与熟番间的关系分分合
合，有冲突也有合作。
史温侯到访过台湾西北山区的生番奎辉族
(Kweiyings)住地［7］，这里离淡水不远。他发现，奎
辉族人数很少，只有 7 个村社，每个村社约 300 －
400 人，分别在 4 个大领袖及数个小头目的统治之
下。奎辉族的人数似乎还在日益减少。
马偕到访过北台湾山区的一些生番村社，他们
分为许多不同部族，每个部族均有其特殊的语言和
习惯。他发现，他们不断迁徙，改变村落的地点，有
些部族人口正在快速下降，以致难以独立生存，将来
有可能被较强的部族吸纳过去。生番最热衷的是
“出草”，即猎取对方的人头。猎头可能源于早期小
村落与部族之间的战争。由于对汉人的仇恨，他们
把汉人的头颅视为最高规格的战利品。但如果有机
会获得平埔番的人头，他们也绝不会放过，因为他们
认为，平埔番背叛了母族，选择臣服于汉人。［5］259
3．南台湾
19 世纪末期的南台湾，即枋寮(属今屏东县)以
南的区域，基本都不在清政府的控制下。在罗发号
事件和牡丹社事件中，清政府官员都声称，南台湾的
原住民区域是化外之地，政府无法替其行为负责。
应该说，当时的南台湾还是相当神秘的地域，吸引了
不少西方人包括日本人前往探幽。在当时有关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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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记述中，有两个西方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是美
国领事李仙得(C． W． LeGendre) ，另一个是英国人
泰勒(G． Taylor)。日人桦山资纪的调查也值得关
注。
1867 年 3 月，美国船只罗发号(Ｒover)在南台
湾触礁失事，幸存的船员包括船长夫人尽被原住民
杀害。为了处理此事，李仙得深入南台湾，与著名的
“琅峤十八社”［8］总头目卓杞笃(Tokitok)签订了一
份关于保障美国和欧洲船只遇难者安全的协议书。
在此过程中，李仙得对南台湾原住民有了较深入的
了解。他发现，枫港的东北、东边和东南，住着好几
支原住民部落，枫港居民必须向这些原住民效忠，并
按期纳贡。这些原住民是大龟文(主要分布于今狮
子乡内文村)、射不力(主要分布于今狮子乡丹路
村)、姑仔甪(或译作龟仔甪社、龟仔律社，今恒春镇
社顶部落)及高士佛(主要分布于今牡丹乡高士村)
部落，据说是牡丹社的分支。而在射麻里部落(今
满洲乡永靖村) ，他看到一些阿美族人与他们住在
一起，身份类似农奴，私下讲阿美语，但也能很流利
地讲主人的语言。他判断，射麻里人和阿美族人应
该是经常通婚。南部的部落不实行一夫多妻制，家
庭纽带似乎很紧密。李仙得关于南台湾原住民的记
载与史实基本相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泰勒是中国海关税务局职员，1882 年至 1887
年 11 月间，负责管辖南岬灯塔。他有较强的语言和
社交能力，与周边的排湾、阿美、卑南族都过从甚密。
据他讲述，迟至 1880 年代，南台湾的原住民仍享有
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仍保有古老的权利，从汉人
的伐木获利中可分得一成。他们将地租给汉人，同
时几乎在各方面都被视为土地的主人。不过已有迹
象表明，此局面恐怕不会维持太久，因为汉人垦民年
年在增加，军用道路穿山挖掘，整个地带被重新划分
成一些军事区。［2］269
泰勒较详细地描述了本区域内的排湾族。排湾
族曾一度形成较稳固的联盟，著名的大头领卓杞笃
更进一步与知本族和 Deks族结盟，甚至还有勇气跟
令人畏惧的打拉摩克人(Diaromaks，台东大南社，即
今东兴新村)展开谈判，并相互来往。他死后，联盟
瓦解，形成数 个 较 小 的 社。其 中，猪 朥 束 社
(Tierasocks，今满洲乡里德村)很有组织性，为统治
阶层所在地，但目前影响力甚微。牡丹社(Botans，
今牡丹乡牡丹村)则以狂暴著称，能聚合战士 500
名左右。龟仔律社(Koaluts)也是掠夺成性，他们是
猎头者。龙銮社(Limwans，今恒春镇)则已驯服。
萃芒社(Subongs，今春日乡春日村)是排湾族偏北的
分社，拥有东港附近的领域，这个部族可算完全独
立，能聚合战士 2，000 人，是有名的猎头族。在排湾
人的北部边界，外住着一个挂单的部族，即佳平
(Caviangan)部族(今屏东泰武乡佳平社) ，其方言跟
排湾族很类似，对数字的说法也几乎一样。南台湾
最强大的部族是知本族(Tipuns)［9］他们曾经统辖整
个南台湾。但到 19 世纪末，其统治地位不复存在，
而是和排湾族融洽相处。他们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
式，每个村子有一个酋长。在南台湾，族群地位仅次
于知本族和排湾族的是阿美族。阿美族对汉人来说
是原住民，但对原住民来说却是外地人。他们主要
的生计方式是捕鱼和农耕。据说他们是后来者，所
以要臣属于土地原有的主人。虽然到了 19 世纪末
期，卑南阿美族已经很强大，不会听命于其他部族的
酋长。但即便如此，仍有虚构的宗主与从属关系存
在。泰勒还认为，兰屿岛的住民应为阿美族的一群
移民，因其语言与长相都略相似。
平埔番则被认为是最单纯也最平和的民族，居
于“野蛮人”和汉人垦民之间，对两者的语言都说得
很流利。打拉摩克族非常凶猛，被认为是食人者。
据考证，他们居住在大南社，即今台东县东兴村东鲁
凯族部落。泰勒记述说，有一个被证实的历史故事，
说是打拉摩克族的酋长当场杀死自己的三子以招待
卓杞笃，弄得卓杞笃落荒而逃。笔者认为，该传说诚
不足信，虚构的成分居多。
史蒂瑞于 1874 年曾探访过高雄东边的“野蛮
人”。他曾寄宿万金庄(Bankinesing，今屏东县万金
乡) ，发现“这村庄的平埔番有每隔三天跟野蛮人交
易一次的习惯”。［2］111他也借此到达生番地域，去了
两个村庄，一个人口约 200，另一个约 1，000，两处都
见了酋长。第一个村庄原在禁忌期，后来解除，于是
开始喝酒唱歌。第二个村庄据说正在和东边及南边
的“野蛮人”作战。英国人 F(姓名不详)1875 年也
曾到过六龟里(Lak － ku － li) ，发现村民一半是平埔
番，一半是野蛮人。
关于南台湾原住民的人口，桦山资纪的记录显
示，南台湾十八番社的领域约 59 平方公里，估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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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5 名住民，还包括 245 名阿美族男性和若干妇
孺。这些阿美族是当地原住民虏获来的，被当作农
奴使唤。［10］226艾比斯 1875 年 1 月去南台湾，总共和
9 个原住民部落有过接触。他认为，射麻里社约有
200 人，猪朥束社约 100 人，巴龟律社约 150 人，射
不力族(Sapetiq)约 150 人。艾比斯到过的部落还
有蚊蟀社、猴洞社、龙銮社，均属今屏东排湾族，最北
他到过卑南族。艾比斯估计，整个南台湾的原住民
总数不超过 3，000 人。这个估算和桦山资纪的记述
相当接近。然而史温侯则认为，傀儡番所有的村落
合起来共有约 10，000 人，都在酋长卓杞笃(Toki-
tok)及其 4 个儿子的统治下。这些傀儡番对一个名
叫 Poysoo的女人宣誓忠诚，她是所有傀儡番世袭的
统治者。
4．东台湾
史蒂瑞在 1874 年曾描述说:“此岛不为人知的
东部也有数千个平埔族人。他们是在不同时期移民
过去的，以躲避无情的债权人。抛弃房子、土地与家
庭，匿迹于高山‘野蛮人’之间，自此消失无
踪。”［2］10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东台湾基本处
于隔绝状态，平埔族在不同时期有一些人迁徙过去，
与生番杂居在一起。
苏格兰宣教士伊德(George Ede)1883 年底至
1896 年在台湾教书、宣教。他在 1889 年 12 月 18 日
至次年 2 月 29 日间穿越了整个东台湾，并写下《穿
越东福尔摩沙之旅》。这是西方人最早也最详尽的
东台湾记述，弥足珍贵。在当时，东台湾地区还是很
危险的，政府在那里设置了一些军营，旅行者多在军
营过夜，以策安全。
东台湾有汉人和平埔番，还有相当一部分未开
化的高山“野蛮人”和半开化的低山“野蛮人”(大部
分为阿美人)。“野蛮人”经常互相仇视，“到目前为
止一直伴随着我们的‘野蛮人’，现已不敢再向前
进。此因下一段路要行经的地带属于另一个部落
(即 Kui － a － nng) ，与他们是敌对的。”［2］337途经巴
郎卫(Pa － long － ui，今大武) ，他发现那里有客家人
在盖房子。有些军营会雇佣一些原住民，目的是为
了得到他们部落的效忠。当地原住民在农作时都要
带着枪，可见族群关系之紧张。
卑南平原有 8 个社，除卑南社本身外，还有 4 个
知本村庄，3 个阿美族村庄。这个平原最初的移民
据说是卑南人，后来来了知本人，征服了卑南，但又
被卑南人同化。［11］最后来的是阿美族人，他们成为
知本的属民，但目前人数最多。整个卑南平原的原
住民估计有两万人。
在花莲，伊德看到平埔番、汉人、阿美族和“野
蛮人”(Ban － oan)在一起庆祝中国新年，也看到阿
美族有少年会所(Palangkans)。他遇见有位清朝官
员为两个“野蛮人”妇女着迷，这是一对母女，脸颊
和下巴都布满刺青。他们属于“王字番”，又称“木
瓜番”。从这些描述可见，当地的族群互动还是不
错的。
住在花莲港内地的 Pan － cha 人经常被汉人雇
为建筑工人。Pan － cha 人即南势番(Lam － si － ho-
an) ，现称为南势阿美，住在吉安乡一带，人数共 5 千
左右，分住 7 个村庄。村庄位于花莲港西边近山脚
处，居民与高山野蛮人互为死敌。据说他们是乘船
来的。马偕则认为，南势番约有 4 千人。二者的估
计差别并不大。
加礼宛地区住着的是平埔番，他们是从宜兰噶
玛兰平原迁来的，共有 5 个村庄，八、九百人。他们
用土语交流，但也能说汉语。里垅的村人多半是平
埔番。花莲的新社(Pato Pogan，语义为“上岸”) ，原
为阿美族地区，1880 年代有噶玛兰人从宜兰或花莲
的加礼宛乘船移入。平埔番村社往往戒备森严，因
为不时有生番下山，进村杀人。
史温侯认为，太鲁阁番约有 4 千人，相当野蛮。
马偕在划船到花莲港途中，曾经看见岸上的生番
“全部裸身而且面目狰狞”。他相信，他们一行人如
果上岸，“必将无人生还”。［5］219
5．中台湾
史蒂瑞于 1873 年到达埔里，“内有 30 多个村
庄，其中多半是熟番的”。他还到访过乌牛栏(Ogu-
lan) ，那里的“熟番似乎原先来自彰化，30 多年前由
埔里移居而来，现在人数约达四千。熟番每年赠给
生番稻米、牛马等礼物，以求得和平。但每年不分男
女老幼，仍有 14 到 20 人失踪，亲戚知道他们的人头
正装饰着某些生番的住处呢。”［2］94史蒂瑞一行也探
访过埔里东边的生番，据说那里有个掌管 30 个村庄
的酋长 Aweatan。可惜由于找不到他的确切住所，
加上又要在当日赶回埔里，所以未能如愿。可见当
地的生番已形成某种部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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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甘为霖(W． Campbell)牧师于 1873 年
4 月抵达乌牛栏。他发现，埔社(即埔里)共有 32 个
村庄，6 千人左右。他拜访了其中 29 个，还应邀前
往托鲁万(Tur － u － oan)部落。托鲁万部落在今仁
爱乡，位于陡峭山丘的坡顶。甘为霖亲眼看到那里
有 100 多个人头，据说这里每年都有 10 － 20 个埔社
的人被猎头。这里的男女都刺青，周边以及往东一
天行程的地方，语言都跟托鲁万的一样。其酋长 A
－ rek年轻时说的话，曾是方圆数英里内山地人的
律法，足见其在当地的影响力，至今尚有 13 个村庄
由他统治。
甘为霖还碰到另一个酋长，领地在托鲁万南方
约 5 英里处。他是 30 个村庄的首领，名叫 A － ui － a
－ tan。他还去拜访了日月潭的水番，当时被称为青
番或生番，由 4 个村庄组成，酋长当时正在湖上钓
鱼。伊德在 1886 年曾到过水社，据他说，那里的番
人几乎已完全开化，住房比很多汉人的房子都更好、
更干净。［2］327
二、社会组织的发展
从 17 世纪初真正被记载到 19 世纪末的近 300
年时间里，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
17 世纪初，台湾原住民绝大多数都未被纳入国家的
治理体系，但到了 19 世纪末，虽然多个区域的原住
民聚居地仍属“化外之地”，然而部落内部以及部落
之间的管理都比之前加强了许多。
1．部落普遍存在头目且作用有所增强
在陈第以及早期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记录中，
台湾原住民社会没有首领，缺乏治理，重视勇者与老
者。在陈第笔下，台湾原住民“种类甚繁，别为社，
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无酋长，子女多者众雄之，听其
号令。性好勇，喜斗，无事昼夜习走……邻社有隙则
兴兵，期而后战，疾力相杀伤，次日即解怨，往来如
初，不相雠……所斩首剔肉存骨，悬之门，其门悬骷
髅多者，称壮士。”［12］24 － 25
在 1628 年前后的荷兰档案中，牧师干治士
(Candidus)多次提到台湾原住民没有首领、没有法
律的问题。他在给总督的信中写道:“这个民族并
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或首领可以代表全体人民来讲
话，每人做他们喜欢的事”，而这已成为他传教的妨
碍。［3］58他在描述新港等部落时说:“这七个部落并
没有共同的头目来统治他们，每个部落都是独立的。
任何部落里都没有特别的头目有绝对权力来统治和
命令他们。他们有一个由 12 人组成，像议会一样的
机构，其长老每两年改组一次，由年约 40 岁左右的
年龄层的成员中选出。”［13］71西班牙人也指出，土著
社会里没有头人。［14］145
而到了 19 世纪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
化。比如在南台湾，据艾比斯记载，射麻里社和猪朥
束社的村庄，跟周围的汉人村庄并没有大的不同。
村庄大都位于河谷边，有很高的竹子、菜园和耕田围
起来。村庄由一个独立的大家庭组成，每家都住着
一个家庭及其所有亲戚。村庄在一个领袖的管理之
下，他被称为“头目”。他的权力并不大，但发生冲
突时，他有权说话。然而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他能够
召集所有家庭首长组成的协议团体，来做出决定。
有些邻近的村庄也有一个共同的头目，例如卓杞
笃。［2］184西北山区的奎辉族则有 7 个村社，分别在 4
个大领袖及数个小头目的统治之下。知本(卑南)
族是农业民族，每个村子都有一个酋长。至于熟番，
比如大社，其部落首领已成为清朝的政府官员了。
2．出现了广泛且紧密的部落联盟
在 17 世纪中叶荷兰人的记载中，台湾原住民族
已经出现了诸如“大肚王”这样的部落联盟，但那时
的部落联盟是比较松散的。据记载，“大肚王”统辖
的村社从鼎盛时的 27 个减少为 17 个。［15］136而到了
19 世纪末，也许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台湾原住民中
间出现了广泛且较紧密的部落联盟。那个时候，族
群关系较为紧张，“所有人出门必带武器”。李仙得
踏查南台湾时发现，“该地域过去一直处于全面战
争的状态”，原住民族之间及原住民与汉人之间，都
冲突不断。这也许就是形成部落联盟的原因。
著名的“琅峤十八社”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
罗发号事件和牡丹社事件中，卓杞笃都发挥了强有
力的作用。他代表琅峤十八社和李仙得签订了有效
的保护西方船难者的协议。牡丹社事件后，他又代
表琅峤十八社和日本人议和。此外，他还更进一步
与知本族和 Deks族结盟。明显地，他是一位强有力
的部落联盟首领。
苏格兰人必麒麟(W． A． Pickering)曾在 1866
年到访过今高雄一带的六龟里及万斗笼社(今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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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万山村) ，他发现，为了抵抗东边的大部落施武郡
群(Sib － bu － kun，今布农族郡社群)芒仔社(今茂
林乡茂林村)、美垅社(Bi － lang，今桃源乡高中村对
面的美兰段)、排剪社(Pai － chien，今桃源乡高中
村) ，他们和其他部落结成联盟。但尽管如此，万斗
笼社因为与施武郡社相邻，首当其冲，所以人数一年
年减少。前述甘为霖牧师拜访过的托鲁万(Tur － u
－ oan)部落及周边地区，也都存在部落联盟的情形。
3．东台湾存在年龄层组织
马偕认为，东台湾的南势(阿美)番有约 4 千
名，已被汉人征服，但仍未真正开化。他们的社会组
织是部落式的，或以家族方式来区分的团队。所有
男人依年龄分成不同的阶级，总共有 9 级。第一级
是由 55 － 60 岁的男人组成，第二级为 50 － 55 岁，如
此逐渐下降到第九级，由 15 － 20 岁的青少年组成，
每五年换一级。每一级团队的队长是经由在每年选
定的一天里，以一里路来回跑竞赛的方式产生的。
而全族的族长，再由每一级团队的队长竞赛产生。
每一级团队都臣服于上一级团队，而每一级团队也
有其特殊的工作要做，如筑路、耕田、编织藤具，等
等。［5］233卑南族部落还都有少年和成人集会所。
三、重大事件折射出的族群关系
牡丹社事件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台湾事务的管
理。1875 年，清政府推行所谓“开山抚番”政策。
“开山抚番”分三路进行，统领罗大春负责北路，总
兵吴光亮负责中路，统领袁闻柝负责南路。清军打
破台湾东西两部的隔绝，并招抚“后山”原住民，逐
渐取得了全岛的控制权。但如此强力推进，难免会
遭遇原住民的抵抗，由此导致清军与原住民的关系
日趋紧张。“开山抚番”的三路清军均与原住民发
生过战争。同年 2 月，内外狮头社番乱，淮军提督唐
定奎率兵征讨，此役共战死 1，980 人。［16］237而随着
道路的开通，汉人垦殖的脚步也深入后山。汉人的
到来使后山原住民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双方冲突
不断。其中，大庄事件与加礼宛事件即为发生在原、
汉之间的重大冲突事件。
1．大庄事件
1888 年，刘铭传大力推行“清赋事业”与“开山
抚番”，造成与东台湾的平埔族之间积怨颇深。以
抚垦局官员雷福海压榨乡民、欺凌妇女为导火索，花
东纵谷的平埔西拉雅族及阿美族、卑南族、客家垦民
相继联合起来，反抗清政府。后来，他们又联合卑南
族的吕家望社(今台东卑南) ，以致整个台东平原几
乎都被攻占，全台为之震动。清军后来动用驻台军
队及北洋水师之致远、镇远两舰，才勉强平定了此次
“大庄事件”(又称吕家望事件)。［17］420
伊德对此事件亦有描述。1889 年底至 1890 年
初他穿越东台湾时，曾听说两年前大庄曾经发生过
叛乱事件，主要是阿美族人联合了一些平埔族和高
山“野蛮人”，目的是根除所有住在本地的汉人。叛
乱最终被平息，很多村子都被摧毁。叛乱的三个主
要领导人则逃入了深山。政府佯称要收编他们，授
予职位，却在他们到官府谈判时，指使事先埋伏的士
兵砍杀他们，尸体丢到外面喂狗。伊德对清政府的
做法表示失望。
大庄事件显示，一方面，原住民之间虽然平时冲
突不断，但是一旦遇到共同的敌人，他们还是可以团
结起来的，无论平埔族还是平地生番，甚至也包括客
家人;另一方面，“开山抚番”对原住民社会生活造
成了较大冲击，因此遭遇到强烈的抵抗，致使清政府
与原住民的关系变得紧张。为此，清政府也开始对
“开山抚番”政策及相关行为进行检讨。1893 年胡
传在总巡全台军务以后，全面否定“开山抚番”政
策。他在给上级的报告中称:“弁勇之死于此者以
万计，国帑之糜于此者以千万计。而‘剿’则如使猫
入鼠穴以捕鼠;‘防’则尺土寸地一户一民皆欲以兵
保护，与乾隆时温福之在木果木以万余兵分扎于千
余卡者大略相似;‘抚’则惟以财帛贿之，酒肉饜之，
如养骄子;‘垦’则无一处报请丈地升科。而生番出
草杀人则年甚一年。”［18］67
2．加礼宛事件
加礼宛事件是 1878 年花莲的噶玛兰族联合撒
奇莱雅人共同抗清的事件，噶玛兰族是事件的发起
者，撒奇莱雅人则扮演了同盟者的角色。噶玛兰族
加礼宛社人于道光年间从宜兰移居花莲，光绪四年
(1878) ，因不满汉人的蛮横欺压而决议反抗。在抗
争过程中，加礼宛社还联合了附近的盟友撒奇莱雅
人一同反抗清兵。康培德等人把事件发生的缘由分
为远因(清兵买米欺压)、近因(凌辱妇女)以及导火
线(诛戮前来理论的族人)三个方面，将加礼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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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为“官逼民反”，而未提及汉人侵占土地一
事。［19］56 － 57詹素娟的研究则认为，汉人与加礼宛人的
资源竞争才是加礼宛事件真正的症结所在，即“汉
垦势力对于加礼宛田园的觊觎，所造成的族群利益
冲突”。［20］11两种论点的着眼点不同，但实质上并不
矛盾，都强调加礼宛人对汉人的不满，或汉人对当地
原住民的欺压。
最终，噶玛兰人与撒奇莱雅人被战败。之后，噶
玛兰族人与撒奇莱雅族人继续遭到清军的打压，前
者被总兵吴光亮“破庄灭族”，幸存的族人往南逃，
于今花莲县丰滨乡建立新社(即今新社村)。后者
遭清军火攻，部落被毁，其大头目被处死。幸存者为
了躲避追杀，隐匿自己的语言和身份，遁入并融于阿
美族。
胡传对“开山抚番”政策的反思不无道理，然而
他对原住民的看法还是有失偏颇。他对原住民深恶
痛绝，认为应该用激烈的手段来整治原住民，“务使
我兵、我民人人可以杀番”。其日记中甚至有汉人
杀番且食其肉的记载，殊不可信。
四、结语
回望 19 世纪末期，清政府强弩之末，虽从 1875
年就开始加强对台湾全岛特别是原住民地区的治
理，可惜终力有未逮。在很多地区，原住民基本不受
清政府管辖。这种状态的好处是可以保有“土地主
人”的地位和权益，坏处是族群关系始终处于紧张
状态，战争经常发生，猎头也很盛行，以至于人人自
危，出门必带武器，很多部落的人口也因此不断减
少。另外，从荷据时期开始，原住民社会逐渐发展出
自己的社会组织。到 19 世纪末，村落头领已普遍存
在，有些部落还存在年龄阶层组织和少年集会所等
组织。也许是由于战争的需要，部落联盟也在一些
地方广泛存在而且发挥着较大作用。最后，清末的
“开山抚番”政策使原(番)汉关系趋于紧张，也导致
原住民族群关系的系列变化，比如阿美族和卑南人
的关系，撒奇莱雅族和阿美族的关系等。
注 释:
［1］今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
［2］费德廉、罗效德:《看见十九世纪台湾》，大雁文化出
版社，2006 年。
［3］多指台湾中央山脉以东的花莲县和台东县，有时也包
括宜兰县。地形多山，相较于西部而言经济较不发达，
人口密度也较低，是台湾最晚开发的地区，原住民占
人口比例较高。
［4］一说与卑南族有关，因无明证，尚留待讨论。
［5］马偕:《福尔摩沙纪事》，前卫出版社，2007 年。
［6］［日］ 藤崎济之助:《桦山资纪苏澳行》，玉山社，
2004 年。
［7］今桃园大溪泰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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